
符合時代要求的香港發展議程

閻 小 駿

發展與安全，是我國政治話語中的一對核心概念，也是建設

中國式現代化及實現民族復興的一體之兩翼、驅動之雙輪，兩者

相輔相成，須臾不可偏廢。正確認知發展與安全之間的辯證關係，

制訂符合時代需要、適應國家新發展階段需求，又契合香港獨特

優勢的發展議程，是當前香港政治中的重要課題。

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，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

題的關鍵」，香港也不例外，「發展是基礎，經濟不發展，一切都

無從談起」。最根本、最真實、最鞏固的人心回歸，來自特區經

濟發展所能夠為社會帶來的豐富成果，來自香港市民從發展議程

中所得到的真真切切的幸福感、獲得感，來自廣大香港市民家庭

財富的增長，來自年輕人向上流動的願望得到實現，來自社會弱

勢群體受益於普惠經濟成果。無論從以上哪個層面看，「治」與

「興」都是相生相隨、相得益彰。

訂新發展議程 需回答 3 層問題

正確認知發展與安全的關係、制訂符合時代要求的香港發展

議程，需回答好 3 個層面的問題。第一，在國家新的發展階段，

香港融入國家新發展格局的正確之道是什麼？第二，安全是發展

的基礎、穩定是強盛的前提，如何在香港當前的安全形勢下，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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籌好發展與安全兩件大事，促進兩者之間的深度融合？第三，在

統籌發展與安全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中，香港又應如何更

好發揮自身獨特優勢？

第一個問題涉及認識論。隨着國家進入新的發展階段，我國

現代化建設事業站到了不同於以往的新起點之上，具有很多新的

歷史特點和時空特徵。也正因為這種發展階段的變化，對於香港

如何融入國家新發展格局，以及在這過程中香港如何定位自身，

都宜有較為深刻、系統的理論與政策反思。筆者認為，由於思維

和實踐上的慣性，當前香港的公共討論仍未給予這個重大問題以

應有的關注。

從歷史上看，在我國發展的早期和中期階段，香港曾扮演適

應當時時代要求、符合國家在當時階段所需的重要角色。數代敢

拼敢贏、善於識變應變的香港人，也在這個過程中成就了自己的

人生財富。

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初期，香港社會一方面成為當時我國經濟

起飛階段的重要投資者，以投資、技術和管理經驗貢獻於祖國內

地經濟體制改革；另一方面也因應內地當時「兩頭在外」（即原

材料來源於境外，產品亦銷往境外）的發展模式，得以扮演中國

內地與外部世界之間的聯絡中介人角色，既促進內地的對外開放

步伐，也使香港自身獲益，一躍而成為世界最發達的經濟體之一。

正如習近平主席深刻指出的那樣：「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曾

經在我國發揮了很大作用，大兵團作戰加快了我國經濟發展步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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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現在再按照過去那種粗放型發展方式來做，不僅國內條件不支

持，國際條件也不支持，是不可持續的，不抓緊轉變，總有一天

會走進死胡同。」隨着 21世紀國際格局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

演進，及國民經濟經 40 年高速發展後的客觀要求，我國經濟發

展的側重點開始從注重「量」的擴張，轉移到「質」的提高。

2012年以來，國家強調以創新、協調、綠色、開放和共享為

主要特徵的新發展理念，着力推動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，從過去

關注「有沒有」，轉為強調「好不好」。在新的歷史環境與時空

條件下，如何根據新時代、新階段、新格局與新理念的要求，發

展、完善及充實香港主要在改革開放初期所形成的參與國家發展

大局的既有模式，是值得我們思考的重要課題。

如何統籌好「發展」與「安全」

第二個問題則關乎方法論。如何在香港的發展議程中，統籌

好發展與安全兩件大事，促進兩者的深度融合？從國際和國內大

局來看，當前世界已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，國際格局變亂交織、

高度不穩，「東升西降」、「東治西亂」的形勢益加顯著——這既

說明時與勢均在我國發展一邊，但另一方面也預示西方世界試圖

制約、遏止中國發展的力量和聲音，也可能音量愈來愈強、手法

愈來愈極端。我國發展必須保持「底線思維」、「極限思維」，準

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。

在這樣的歷史與現實邏輯下，我國着力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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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體、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，降低對國際市場

的依賴程度，增加國內大循環的動力和可靠性，加快科技自立自

強步伐，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，全面推進城鄉、區域協調發

展，都是為了「夯實我國經濟發展的根基、增強發展的安全性穩

定性」，「在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狂風暴雨、驚濤駭浪中增

強我國的生存力、競爭力、發展力、持續力，確保中華民族偉大

復興進程不被遲滯甚至中斷」。

可見我國新發展格局的頂層設計，本身即是發展與安全深度

融合構想的直接體現。長期以來，香港在國家原有「兩頭在外」

經濟為主的發展模式下，擔當重要的中介人角色、發揮關鍵的聯

繫人作用；在新發展格局下，這一角色及作用應該如何得到適應

時代要求的更新和提升？香港應該如何推動自身轉型，成為新發

展格局下國內大循環的參與者，以及國內國際雙循環的促進者？

這都是值得認真探討的新課題。

從香港自身小環境而言，2019年社會運動後，中央接連出台

一系列「制度組合拳」，香港社會大局得到了穩定、政治逐步有

序，實現了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，進入了由治及興的新時期。但

也應該清醒看到，當前，治的局面還不鞏固，亂的根源尚未根除。

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，香港的發展議程如何能夠更好地與安全議

程統籌起來，實現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，亦是有待香港

社會共同思考的重要課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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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揮香港特殊優勢 修正舊有體系不足

第三個問題則關乎香港的特色，即：香港在統籌發展與安全

議程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中，如何保持自身獨特優勢？香

港的獨特優勢是背靠祖國、聯通世界，是中西之間的交匯、開放、

融合。在香港的新發展議程上，如何善用這些獨一無二的優勢？

可否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和成熟經驗，幫助內地打通供給約束的

堵點，助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的改革？可否利用香港提供的平台、

管道及影響力，引導內地消費需求的躍升，助力形成「需求牽引

供給、供給創造需求」的高水平動態平衡？

筆者認為，類似這些問題都是香港可以在國家構建新發展格

局過程中，發揮重要關鍵作用的潛在點位所在，也是推動香港自

身固治保興進程穩步前行的潛在動能源所在，值得我們深入研究。

此外，我們在發揮香港特殊優勢的同時，也應積極修正香港舊有

經濟體系中包括貧富差距過大的各種固有不足，努力「激發全社

會創造力和發展活力」，努力實現「更高質量、更有效率、更加

公平、更可持續」的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，共同推動香港實現

由治及興的時代任務，確保「一國兩制」行穩致遠。

（刊載於《明報》2023 年 7 月 3 日 B7 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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